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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儒教与道教》里的世界与中国

何　蓉

［摘　要］１９２０年，马克斯·韦伯逝世，《儒教与道教》遂成为他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部书。本文
对学术史的考察表明，这本书不啻为时代思潮的一个 “标本”或 “化石”，保留了１９世纪后半期以

来欧美的各种中国观，影响着世界对待中国的态度与策略、中国看待自身的方式，并通过韦伯、而对

新生的社会学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。在梳理韦伯阅读史的基础之上，可以认为 《儒教与道教》不仅

是对资本主义发生学命题的拓展，还潜藏着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多种评价，有可能构成某种文明演化

的动力学。韦伯认为，中西文明在源头上表现出相当多的相似之处。基于散见于书中各处的相关论

述，本文尝试针对近世以来中西异途的现象，提供文化、制度等方面的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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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　言

《儒教与道教》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·韦伯的中国研究专著。初版于１９１６年，１９１９年韦
伯规划将有关新教、儒教与道教、印度教与佛教、古犹太教等研究汇集起来，陆续出版，也就是

其比较历史研究集大成之 《宗教社会学论文集》。韦伯在１９２０年逝世，《儒教与道教》遂成为他
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部书，在其著作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。１９５１年，汉斯·格斯的英译本在美
国出版，使这本书具有了广泛的国际影响。在大陆与台湾，则分别有１９８９年 （康乐、简惠美）、

１９９３年 （洪天富）、１９９５年 （王容芬）等多个中译本，构成了中文学界初次 “韦伯热”的重要

组成部分。

韦伯文本一贯复杂，这本书尤甚，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内容构成、理论框架和资料来源等三

个方面。首先是其丰富的内容或主题。汉斯·格斯英译本和康乐、简惠美中译本均以 《中国的

宗教：儒教与道教》为标题，①但实际上，这本书就立论基础而言，是其新教伦理命题在东方的

１７１

 本文系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“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”（项目号１７ＺＤＡ２３３）的阶段性
成果。

网络首发时间：2020-11-03 10:55:42
网络首发地址：https://kns.cnki.net/kcms/detail/44.1067.C.20201103.0912.002.html



回应；从篇幅上看，一半内容都在讨论中国的城市、货币、财政、政治制度与社会运行等主题，

因而，从前者来看不够 “中国”，从后者来看不够 “宗教”，潜在地具有多方面的解释力，例如，

只强调宗教理念对近代资本主义影响的一面，就会忽视韦伯对技术发展、生产组织、企业家、法

律制度等其他因素的讨论。

其次，这本书还有基于研究方法、理论命题的 “陷阱”而导致的复杂性。韦伯 《宗教社会

学论文集》的基本思路是，在基督新教研究的基础上，以 “经济伦理”等核心概念为基准，考

察 “诸世诸界宗教”及其社会环境、制度前提，并回应其基督新教研究，回答 “为什么资本主

义未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产生”的问题。②因而，其中国研究建立在否定性的命题基础之上，既提

供了论证的基础、又有需要摆脱的先在的约束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，不少研究者反对韦伯对儒
家的批判，但又不自觉地在儒家思想之中寻找新教伦理的 “功能替代物”，在解释机制上又回到

了韦伯的命题，未跳出基于西方历史的叙事框架。如何摆脱否定性命题的约束、建设性地进行文

化的比较、找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身动力机制，③仍然是对中外学者的考验。

第三，与韦伯的其他文本相比，造成 《儒教与道教》的复杂性还有一个独特原因，在于其

主要源于外国人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成果，因而保留了在欧美人的透视之下的、１９世纪下半期
至２０世纪初中国的样貌。韦伯阅读广泛、旁征博引，其立论的重要资料基础是当时蓬勃发展、
进入专业化阶段的欧美汉学。《儒教与道教》的文本中汇聚了西方汉学的欧洲大陆学派、俄罗斯

学派与英美学派的著作，韦伯在其注解１（即中文版 “附录二”）中列出了约２６位著者的近４０
本 （／篇）论著，表明了其资料来源与思想参照的基本框架。不过，这些著者及其作品并不一定
在正文中有明确的引用标记④，进一步对正文所做梳理表明，其间标明出处的文献，共计约４７
位德、法、英、俄语译／作者的超过６７种文献⑤。可见，这本书不啻为其时代思潮的一个 “标

本”或 “化石”，保留了１９世纪后半期以来欧美的各种中国观：一方面，来华西人的中国著述
及其中国观，构造了近代世界与中国之间最初的桥梁；另一方面，此类中国观既决定了世界对待

中国的态度、策略，又对中国看待自身的方式产生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。

可以说，韦伯文本的复杂性使得这本书成为蕴含着多种思想路线的宝山：针对内容的复杂

性，需要回到中国社会自身的脉络当中，广泛深入地挖掘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机制；针对理论与

方法的复杂性，需要回到整体的韦伯文本当中，将其中国研究置于其整体理论发展、尤其是世界

诸文明的比较历史研究之中，以便理解其论证逻辑、寻找可能的突破之处；针对其间不同中国观

带来的复杂性，则需要回到韦伯的阅读史及其时代的观念史，勾勒内在的思想线索。

本文采取第三种路线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，揭开 《儒教与道教》的文本中蕴含着的世界的

中国观、折射出来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，进一步反思其对韦伯、进而对当时新生的社会学的影

响，或可有助于我们较为客观、综合地了解世界与中国的关系，建立中华文明的更具自觉性的自

我叙事。

一、近代欧美的中国观

不同的时代与历史背景因素，以及基于个人经历、情感、判断的立场，都对西方人的中国观

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滤镜效应，甚至造成戏剧性的转折。例如，１７、１８世纪，在莱布尼茨、伏尔
泰等思想家的影响之下，中国一度被视为美好富裕的东方胜境而备受推崇；以１８、１９世纪之交
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为标志，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全面扭转；进入１９世纪，随着欧美诸国在世

２７１



界范围内的全面殖民扩张，非西方世界纷纷被征服，再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等思想氛围

的助力，在世界的话语系统中，中国等古老文明丧失了自主的叙事，处于 “被言说”的失语、

“被定义”的地位。此外，西方人对中国的专业学术研究在１９世纪逐渐起步，例如，西方人开
始命名东方诸宗教，佛教、儒教、道教分别在１８２８年、１８７７年、１８７９年首次成为西方学术的论
述主题。⑥

《儒教与道教》写作于２０世纪１０年代，其研究立足于１９世纪后半期以来勃兴的有关中国的
文献翻译、专题撰述和旅行观察等文献，所引资料的撰述者之间，除了国籍、年代的差异之外，

个人的研究取向、立场与方法不尽一致：有些具有纯粹而浓厚的学术取向，有些作为外交官、商

人等来华，首要目标是服务于对外殖民的现实利益；有的治学较为传统，注重传统的汉语文字、

古典文本的翻译与解读，有的则已具有现代自然科学或新生的社会科学的素养，注重实地考察，

文物、碑铭等考古资料搜集。不过，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悠久、但又如此不同的国度，无论自觉与

否，他们面临的一个共同的、核心的问题是：应如何看待中华文化？简言之，中国是文明的、还

是野蛮的？由 《儒教与道教》所引文献的作者来看，分别有 “文明化”范式、“华夏文明西来

说”、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、以国民性改造来提升文明水平等几种立场。试一一概述之。

《儒教与道教》所依托的作者大多活跃于１９世纪后半期至２０世纪初，此期间，欧美思想界
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 “文明化”范式。持这一看法的人认为，欧洲文明是人类发展的进步和

先进的阶段，优越于中国等国家、种族和社会，这些落后的国家、种族和社会应当通过欧洲人的

干预和影响，以西方为引领者，以西方的模式为效仿的对象，从而实现其经济、政治、道德、伦

理和宗教的 “文明化”⑦。

在韦伯所引的作者中，著名的地理和地貌学家李希霍芬男爵 （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，１８３３－
１９０５）便持类似看法。李希霍芬曾受德国海军部的委托来华调查中国的地形和资源，在中国内
地进行了多次考察，出版了 《中国》等重要著作，正如韦伯敏锐地看到的那样，李希霍芬的地

理学著作之中，包含着政治－社会方面的考虑。⑧实际上，基于李希霍芬本身的德意志扩张主义
者的立场，他在中国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殖民扩张，对于中国人往往持较负面的看法⑨，

认为中国自然资源丰富，有能干且廉价的劳动力、人民容易满足，一旦学习到先进的科学技术知

识，经济势力就会节节上升，将会破坏欧美的工业系统，造成大量失业，因而，所有的 “文明

国家”要联合起来，谋求在华利益。可以看到，这是在文明 －野蛮的二分法基础上的对华防范
的策略。

在此背景下方可理解，所谓华夏文明源于巴比伦等说法会在１９世纪末受到中国人的欢迎。
１８９４年拉克伯里 （ＴｄｅＬａｃｏｕｐｅｒｉｅ）发表了 《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》⑩，推断中华民族源自公元

前２３００年左右从巴比伦迁移过来的民族，他从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历法、宗教、伦理、神话等
各个方面，试图论证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文明。韦伯并不赞同拉克伯里基于简单的、表面化的比

较所得出来的结论，而且认为中国的宇宙论等思想的发展要比巴比伦更精微成熟。瑏瑡但是，对于

当时的中国人而言，巴比伦说至少给予了中华一个文明古国的地位，因此，连带着日本学界有意

无意的推动，在２０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与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，丁谦之、蒋智由、刘师培、
黄节等皆赞成巴比伦说，甚至写进了当时的中小学教材，并激发了一系列的西来之说，影响非同

一般。瑏瑢

当然，在严谨的研究者中，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有着较为公允和专业的看法，他们倾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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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认为，中华文明保持着开放、但很早就自主发展，是足以与欧洲文明相提并论的世界历史的一

个组成部分。例如，韦伯所引的几位德国汉学家中，帕拉特 （ＨＰｌａｔｈ）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末期

就反对当时认为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等的看法，他分析了中国文字、语言资料，主张世界史并非单

一的发展方向，应当将中国的历史纳入到世界历史叙述中去。瑏瑣孔好古 （ＡＣｏｎｒａｄｙ）同样反对

欧洲的优越性，认为中国是高度发达的、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，因而，他反对西方对中国动用武

力，而应是一方面在中西差异的前提之下达成相互谅解，另一方面西方可以向中国施加文化影

响。瑏瑤福兰阁 （ＯＦｒａｎｋｅ）曾受清廷委派、任职于清朝驻柏林公使馆，他认为中国有其历史的演

变、文化的发展与交流，中国人也非特异于西方人的生物，彼此的差异毋宁说是自然环境、习俗

等不同导致的。瑏瑥这几位汉学家的思想路线影响到了韦伯有关中国的历史观、比较世界文明的研

究框架。

尽管从人文历史的角度可以找到中华文明高度发达的证据，足以使其构成世界历史的整体叙

事的独立部分，但是，毋庸讳言，中国在１９世纪中期被迫打开国门以后，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

态、社会生活之中存在着普遍的贫穷、蒙昧、落后等现象，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各地的见闻揭示了

另一个中国，即社会底层的、大众的中国：与文明古国的地位相反，这是一个不识字的、没有历

史意识、也没有国家概念的中国。正是在贴近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意义上，韦伯注重传教士文献，

认为虽然传教士的著述有诸多局限，但作为研究的材料，有其独特价值瑏瑦。

在描写中国社会生活细节方面，韦伯主要引用了卢公明 （Ｊ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）基于１９世纪中后期
福州地区所写的 《中国人的社会生活》、明恩溥以鲁西北地区为主写作的 《中国乡村生活：社会

学研究》。瑏瑧卢公明从福州的社会生活、经济生活、民间信仰、习俗、教育与科举等方面，提供了

晚清中国南方城市的面貌；明恩溥在鲁西北的乡村生活２０余年，可以说，是从农村基层的、民
间的角度观察古老文明的生机与缺陷。

这两份文献中，体现着某种传教士的中国观，即一方面肯定中华文明的光辉的过去，一方面

指出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、例如民众的受教育状况、生活水平等处于非常不乐观的地步，普通中

国人不仅不知道世界、甚至没有对中国的认知，在民间有吸鸦片、溺婴、女性受压制等种种陋

习，因而，亟待提升社会的道德、重塑家庭的伦理、普及教育、培育爱国主义。在此基础上形成

的中国观，是针对所谓民族性格的反思，将中国社会进步、发展的期望放在国民性的改造之上。

当然，站在传教士的立场上，还有以基督教来改造中国的愿景。

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，中国北方多处发生传教士和基督徒被杀的惨案，《儒教与道教》所引

用到的作者，如明恩溥、丁韪良、德贞 （ＪｏｈｎＤｕｄｇｅｏｎ）都曾被困在北京的使馆区，瑏瑨经历了生死

考验，其推动中国向世界开放、改造国民性等诉求，变得更为迫切。

从韦伯研究的角度来看，以上对 《儒教与道教》文献资料中所体现的中国观的梳理，使得

韦伯的世界诸宗教研究超出了社会学史的范围，具有在德国学术史中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，上承

汉学家帕拉特－孔好古－福兰阁等有关多轴心的世界历史、不同地区发展出来高度发达的不同文

明等思想，下启雅斯贝尔斯有关轴心时代的世界文明史观。而且，韦伯的成就还在于，对所引资

料的不同立场，韦伯有评判，有取有舍，明确地反对将西方与中国对立为文明－野蛮，赋予了中
华文明以世界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。下文将基于 《儒教与道教》的文本，进一步挖掘其中

蕴含着的、对中国历史与发展的见解与解释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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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韦伯的中国观：文明的成就与局限

在韦伯世界诸文明的比较历史研究框架中，基督教、印度教、佛教、儒教与道教等作为价值

与伦理体系享有平等、并列的地位，以及对话、共生的可能性。在这一研究框架之下，韦伯确立

了中国作为古老文明国度的历史地位，针对华夏文明西来之说，韦伯明确指出，中国较早时期就

具有其本土的成就：

以五为神圣数字的宇宙论的思辨里，五星、五行、五脏等，连接起大宇宙与小宇宙

的对应关系 （表现上看来似乎完全是巴比伦式的，不过一一详较下，则绝对是中国本

土的）。瑏瑩

进而，他还指出，尽管中国与欧美的现状已极为不同，但是，这种不同未必就是根本性的。

实际上，以历史时期的中西比较来看，中国文化在源头上与古代西方呈现出相似性：

在与我们主题有关的几个特质上，我们愈往上溯，愈能发现中国人及中国文化与西

方的种种相似之处。古代的民间信仰、古代的隐逸者、最古老的诗歌 《诗经》、古代的

战斗君主、哲学派别的对立、封建制度、战国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，所有这些被认为具

有特色的，都比儒教中国的各种特质，要来得贴近西方的现象。瑐瑠

以此来看，中国历史可以从文化上粗略地划分为古代中国／儒教中国两个阶段，前者表现出
更多样的、更接近西方的文化现象。而如果在源头上表现出相似性，那么，我们可以尝试提出的

一个问题自然就是：既然有源头上的相似之处，中国与西方何以走向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？与韦

伯有关资本主义的发生学命题思路相比，这一问题具有更宏大的视野、潜藏着更多样的解释机

制，我们或可称之为中国文化历史转向的作用机制问题。

对于中西差异，《儒教与道教》并没有进行生物学角度的讨论，后者在当时的西方学界本来

是颇为流行的思潮，但韦伯表示，对于所谓的民族性而言，生物性的 “遗传素质”（Ｅｒｂｇｕｔ）的
影响尚未可知。瑐瑡接下来，韦伯主要致力于近代资本主义之 （未）发生的命题，并未涉及中西异

途的进一步的考察；但是，由本文对 《儒教与道教》文本的挖掘与阐释可见，其间包含着事件、

观念、制度等方面的解释路径，即关键性的重要事件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、思想观念决定行动的

选择集、制度环境培育人的品格等三种影响方式。试述之。

首先，所谓 “重要事件”作用，指的是某些历史事件的长期影响，足以改变具体领域的发

展方向。例如，韦伯认为，秦始皇焚书事件是一个重要标志，表明中国政治中的 “纯粹的专制

政治”上场，即 “一种以私人宠幸为基础，而无视于出身或教养的统治”。对于中华文明更重要

的是，焚书或导致中国早期文明遭到破坏、成就被遗忘或丢弃，韦伯注意到，早在公元前六世纪

的战国时代，中国即有进位的观念，据说还有比例法、三角法等，在商业往来上具有 “计算态

度”，《小学》中的 “六艺”亦包括了算学。但算术在后世不仅没有得到发展，而且缺少基本的

技能普及，除了商人在营业场所学习算术以外，后世的教育里面不再有任何算术的训练，士大夫

等精英阶层缺少对计算能力的培养和关注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家治理层面缺少理性特征，

而且使中国人的思维停留在相当具象且描述性的特征，尚未感受到 “逻辑、定义与推理的力

量”。瑐瑢这实际上是一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推测，即早期中国的一些文化成就有可能在诸如焚书等

事件中被毁灭、流失以及遗忘了，长期来看影响到了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走向。

第二，影响发展的还有观念因素。尽管有诸多波折，中国人仍然表现出在艺术与科学等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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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才能，艾约瑟 （ＪＥｄｋｉｎｓ）提出了中国科技史上的 “四大发明”，丁韪良进一步指出，罗盘针、

书本印刷、火药、纸、瓷器、丝绸、炼金术、天文学 （服务于国家占星目的）等都是中国古代

重要的科技发明。瑐瑣不过，韦伯认为，这种科技发明的能力受制于观念因素，即所谓巫术性的世

界图像，使得经验知识或技术未能走向科学的发展道路：

的确是有一种巫术性的 “理性”科学 （ｍａｇｉｓｃｈ“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ｒ”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）的上层
结构，涵盖了早期简单的经验知识 （其踪迹到处可见），并且在技术上有着不小的才

华，正如各种 “发明”所可证实的。这个上层结构是由时测法、时占术、堪舆术、占

候术、史书编年、伦理学、医药学，以及在占卜术制约下的古典治国术所共同构成。其

中，民众的态度和巫师的营利关切，亦即异端的一方，往往在实际层面作了领导，然

而，士人阶级本身在此一理性化过程中，却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。瑐瑤

由此可以看到，一方面，韦伯认为，中国自古就有优秀的科技成就，另一方面，这一 “理

性”发展的方向并未朝向现代意义上的 “科学”。相反，直至２０世纪之初，仍然由占卜师决定
着建筑物兴建的时辰、形状、位置等，普通民众在巫术性的世界图像影响之下，担心任何一点改

变都可能触怒神灵，遑论铁路、工厂、采矿等技术的推进。

因此，决定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的，不是缺乏技术能力、也不是中国人缺少发明上的天分，而

是基于特定观念而缺少技术应用的场景和创新的激励。具体来看，风水、占卜、巫术等观念因素

与国家形态所造成的俸禄利益等实际经济因素，对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水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这便是 《儒教与道教》中包含着的、非常符合韦伯论述特色的第二种影响方式，即特定思想观

念对历史发展的影响。

第三，来华欧美人士的偏见在于，仅凭着简单的、肤浅的外在观察就断定中国人的 “性

格”、并从个体观察直接推导出群体的 “民族性”的结论，例如，认为中国人神经较为迟钝、墨

守成规、缺乏鲜明的情感等。与之相对，在韦伯的论述中，可以看到一个潜在的、社会制度影响

国民性格特征的命题，其中包括内在的教化机制和外在的策略应对机制。

一种是宗教对品格的培育机制。例如，儒教徒与清教徒表现出来不同的性格特征，其背后是

不同的宗教教化的方向与取向。清教徒与儒教徒在信任与诚实方面有不同的表现：

清教徒在经济上信任教内弟兄 （Ｇｌａｕｂｅｎｓｂｒｕｄｅｒ）无条件的、不可动摇的、因其乃
受宗教所规范的合法性。……这只会使他严格地估量合伙人的客观的、（外在的与内在

的）能力，根据 “诚实为最上策”的原则来仔细评量为商业所不可少的种种动机的一

贯性。瑐瑥

清教徒内心完全被超俗世且全知全能的上帝所洞悉，儒教徒则缺乏这样的人格神的无处不在

的监督：

儒教徒所适应的现世却只看重优雅的身段。儒教的君子只致力于外表的 “端正”，

而不信任他人，就像他也相信别人不会信任他一样。这种不信任妨碍了所有的信用与商

业的运作。瑐瑦

因而，不同的宗教理念所导致的伦理约束力不同，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人的行为方式与经济活

动。

第二种机制源自国家的治理技术。例如，中国的财政与税收制度之下，为应对税吏的掠夺式

征收，不诚实成为一种理所应当的应对之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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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疑地，就像在埃及一样，相当值得悲悯的不诚实，部分是家产制国库主义 （ｄｅｒ
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ｅＦｉｓｋａｌｉｓｍｕｓ）的直接产物：此种主义在各处都证明是不诚实的训练基地。不
管在埃及或在中国，赋税征收的过程都要涉及侵扰、鞭笞、亲族的救助、被迫者的哀

号、压迫者的畏怖、与种种妥协。此外，当然还必须再加上儒教对于礼仪与因袭的礼节

的极力崇拜。其次，是缺乏封建的本能———能以 “我们现在让谁上钩？”（Ｑｕｉｔｒｏｍｐｅ－ｔ
－ｏｎ？）这样一句台词来概括所有的交易。受到独占保证的公行基尔特里，那些出身于
教养身份团体的海外贸易殷商，却在他们利害状态的间隙里发展出一种非常为人所称赞

的商业诚信。此种诚信，如果存在的话，似乎是一种受外界同化的因素，而不是像清教

伦理那样的一种内在的发展。瑐瑧

由此来看，在表面的注重礼仪、保守因循的特征之下，中央－地方财政关系实际上形成了一
种包税制的体制，鼓励上欺下瞒的应对策略，看上去诚实比真正的诚实更能通行无阻，欺骗才有

可能获得收益，欺骗与被欺骗成了商业活动的代名词。而同样是中国商人，在从事对外贸易时，

十三行的商人们却表现出非常值得称赞的诚信品质。两相对照之下， “不诚实”是被造就出来

的，是恶劣的制度环境之下 “令人悲悯”的策略后果。由此说明，中国人并非天生就易欺瞒，

也说明制度发挥着引导人的特定类型的行动、培育人的品格的作用，好的制度设计方可导引出良

善的品格。

综上所述，在 《儒教与道教》之中潜藏着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多方面评价，对于近代以来

中西异途的现象，提供了文化、制度方面的潜在解释。依据对其文本的挖掘，可以认为韦伯的基

本看法是：早期中国有其鲜明的思想与文化成就，但受制于某些观念和制度的因素，中国人的创

造力受到约制，失去了早期中国的某些宝贵的文化要素和精神气质；中国历史上的特定观念与制

度既影响到了经济发展，也影响了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发展方向。

讨论与结论

通过以上对韦伯作品的资料基础、观念框架与评判的梳理可见，《儒教与道教》所引资料中

包含着不同立场、不同侧重点的中国观。实际上，这些观念流布所及，对当时的中国有识之士有

深刻的冲击，形成了一批反思与研究中国自身传统的学者，在地理、考古、边疆史地等方面取得

开创性的成果。例如，李希霍芬对中国的考察的成果，奠定了民国地理和地质研究的学术基础，

促使翁文灏等推动民国政府成立了地质研究所。开展全国范围的地质调查。沙畹所编英国考古学

家奥莱尔·斯坦因 （ＡｕｒｅｌＳｔｅｉｎ）所获中国西北出土汉文简牍的作品，瑐瑨成为罗振玉、王国维的研
究基础，他们分类考释，编成 《流沙坠简》，是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性工作。明恩溥、卢公明

关注社会生活、反思民族性的著述，影响到了鲁迅等思想者，也影响了潘光旦和中国社会学。瑐瑩

本文同时也表明，一方面，《儒教与道教》作为 《宗教社会学论文集》的组成部分，论证的

主旨在于理性资本主义的发生机制问题，但另一方面，《儒教与道教》的文本中还有更丰富的理

论命题与多层次的解释潜力，是韦伯对其时人观念的回应，也是其社会学理论的应用与发展，尚

待进一步的发掘。

当然，作为一个从未到过中国、也不通中文的学者，韦伯主要的论断都是基于他对欧美著作

的阅读，尽管他也尽力应用多方面的资料来开拓视野、加深理解，瑑瑠但其立论的局限性是不言而

喻的。因此，在时代巨变、知识巨增的当下，回到这本书的文本脉络与思想资源，重建他的阅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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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，了解其时代的思想状况，体会他对文献的取舍、裁剪、应用、阐释，将有助于理解他的世

界、他的局限与成就。

知识史的进步是在增量的意义上来衡量的。每一部作品都是对既有成果的继承、阐释、批判

或超越，其局限或成就，也都基于先行者披荆斩棘所开拓出来的路径；如果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

推进，哪怕是很小的一步，也弥足珍贵。这便是这项阅读史工作的意图所在：在我们阅读、理解

这本书的时候，不仅要看表面的论点、具体的论证，还要挖掘、摸索、分析其内在的脉络，确定

它在学术史上的恰当位置，通过廓清韦伯所依傍的资料基础与思想框架，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理论

创新何在、对中国的理解究竟有哪些实质的推进。这不仅仅是对韦伯研究有意义的工作，也关涉

到对中国文化自身的认知与反思，关涉到中国以何立场、心态面向世界、展望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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